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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斯宾塞著述跨语际的翻译、传播、意义歧变与交叉影响，是工业革命后具有全

球化特征的思想史事件。1898 年，《昌言报》连载了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

尔文集》。其中，《论进境之理》所对应的原作《论进步: 其法则和原因》一文刊于 1857
年，浓缩呈现了斯氏进步哲学的整体设想。它区分“可知”与“不可知”，将科学与宗教的

共生作为理解进步问题的前提。译作整体上淡化了原作“不可知”范畴所指向的宗教视

域，相对放大了原作基于“可知”领域的科学所建构的物质宇宙图景。斯宾塞站在宇宙

自然演进的立场上，强调只有祛除以人为中心的目的论视域，才能体察进步的本性; 译作

相关段落逆反原义，充分肯定人的意志和能力乃进步的中心。而严复对《论进步》首段

的不同翻译，提示出中国另一条接受斯宾塞进步哲学的线索。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

英美关于斯宾塞的新认知传入日本，又在日本被重新诠释。1902 年旅日后，章太炎对宗

教的态度发生了积极转变。通过东学的新知识渠道及“滤镜”功能，他对斯宾塞的认知

有偏误地维持在其崇重科学、漠然于宗教的维度上。英、日、中数种文字的斯宾塞文本及

其评价的曲折传译，产生了负负相加的跨文化误读，反映了早期全球化过程中知识生产

的某种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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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日跨语际传译中科学与宗教关系之调适

19 世纪中后期，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进化”哲学运动的知识领袖，赫伯特·斯 宾 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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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bert Spencer，1820—1903) ①关于政治、宗教、科学乃至生活伦理的种种言论似巨浪激荡着全球

思想界，他也因此被视为“第一位全球公共知识人”。② 在东亚，“日本人自言，斯宾塞为其学界之

母”③，斯氏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治与学术涂上了墨彩; 而通过颜永京、严复、章太炎、马君武的翻

译，经由格致书院、《万国公报》《新民丛报》等机构、杂志的推荐，以及引介日译斯氏作品等多重渠

道，斯宾塞也影响了清末中国的思想和学术。④ 从《社会静力学》( Social Statics，1851) 、十卷本《综

合哲学》( Synthetic Philosophy，1859—1896) ，到《个人与国家》( The Man versus the State，1884) ，斯宾

塞著述卷帙浩繁，论题纷呈。语言文化有亲疏，采撷翻译的篇章有差异，不同民族、国家以及同一社

会不同成员自身的知识语境、核心关切、利益诉求有殊别。这使斯宾塞著述的跨语际翻译、传播、意
义歧变及交叉影响，成为工业革命后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思想史事件。1898 年，《昌言报》连载的《斯

宾塞尔文集》，包括《论进境之理》与《论礼仪》两文，分别对应斯氏《论文集: 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

的》( 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and Speculative) 中的《论进步: 其法则和原因》( 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和《礼仪与风尚》( Manners and Fashion) 。《斯宾塞尔文集》虽由曾广铨、章太炎合译，但是，

作为“笔述”者兼具有“再生产”能力的思想家，章太炎在译作中展现了自身的话语方式和观念逻

辑，并将译作的内容整合进自身的思想表达中。本文首次全面依据译作所对应的原作底本⑤，集

中探究章太炎翻译《论进步: 其法则和原因》( 简称为《论进步》) 所发生的主旨变焦，以及这一变

焦映射的中英日各自内部充满紧张、彼此又互相联动的思想史图景，从而将斯氏辨析“进步”问题

的前提亦即现代性过程的重要标记———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调适，置诸更广袤复杂的背景中予以

审视。
“变焦”是一个光学名词，指通过改变焦距来实现影像覆盖面放大或缩小的效果。学界此前讨

论斯宾塞与近代中国包括与章太炎的关系，多集中在早期社会学的萌芽、社会进化学说的影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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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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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Ｒ. Sorley，A History of English Philosophy( New York and London: G. P. Putnam's Sons，The Knickerbocker Press，1921) ，

p. 260. 如非特别说明，本文所涉英文、日文著作的翻译均为笔者所译。英语世界 2000 年以前斯宾塞的研究史，参见潘德重《近代

工业社会合理性的理论支撑———斯宾塞社会进化思想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 2004 年) 的归纳。2000 年之后，

Michael W. Taylor，The Philosophy of Herbert Spencer(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07) ，全面总结斯氏哲学;

Mark Francis，Herbert Spencer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Life( Stocksfield: Acumen Publishing，2007) ，回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潮和论

争来理解斯宾塞的思想世界。
Michael W. Taylor，The Philosophy of Herbert Spencer，p. 2.
彗广:《大哲斯宾塞略传》，《新民丛报》第 38、39 号合本，署 1903 年 10 月 4 日( 该刊有拖期，此文实际作于癸卯十一月斯

宾塞逝后第 29 天，即 1904 年 1 月 6 日) ，第 112 页。斯宾塞对日本影响的情况可参见山下重一《明治初期におけるスペンサーの

受容》，日本政治學會編《日本における西欧政治思想》，東京，岩波書店 1975 年版; 山下重一《スペンサーと日本近代》，東京，御

茶の水書房 1983 年版。
关于中国翻译斯宾塞的历史，可参阅韩承桦《斯宾塞到中国———一个翻译史的讨论》，台北，《编译论丛》第 3 卷第 2 期，

2010 年 9 月; 韩承桦《审重咨学: 严复翻译〈群学肄言〉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版; 王宪明、宛钧《近代中、日两国引介斯宾塞学说的差异及原因》，《河北学刊》2017 年第 3 期。

斯宾塞的《论进步: 其法则和原因》和《礼仪与风尚》分别原刊于 1857 年和 1854 年的《威斯敏斯特评论》( The Westminster
Ｒeview) ，先后收入 1858 年、1868 年、1891 年几个版本的《论文集: 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内容有所修改和调整。曾、章译《斯宾

塞尔文集》的原作底本，乃是 1868 年伦敦 Williams and Norgate 公司发行的美国铅印版《论文集: 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斯氏

原作的版本流变及底本考定，章氏语言方式及思想在译作中的体现，参阅彭春凌《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原作底本问题研究》，

《安徽大学学报》2017 年第 3 期。在全球史视域下研讨《斯宾塞尔文集》的方法论，参阅彭春凌《关于“变化”的观念碰撞和知识生

产———全球史视域下的汉译〈斯宾塞尔文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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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民族国家的建构理论等方面，较少关注斯氏哲学本体层面上影响的有无与深浅。① 此种格局的

形成，固然取决于论者对斯氏学说重要关切的把握，但不容回避的是，它也和译介者“变焦”斯氏作

品的主旨亦即刻意放大或缩小其中某一部分的内容有关。《论进步》观照从天体、地质、生物的演

化发展，到人类社会以及文明诸表象的演变进步，归纳和提挈其背后共同的法则和原因，后来融入

斯宾塞“综合哲学”提纲挈领的《第一原理》( First Principles，1862 ) ，浓缩呈现了斯氏进步哲学的整

体设想。② 斯宾塞哲学的根基，“发端于不可知、可知之分”。③ 《论进步》的主旨，首先就是通过区

分“可知”与“不可知”，来处理理解进步问题的前提，即科学所揭示的进步的法则和原因，这些都是

针对“可知者”而言的，与宗教相联系的、本体意义上的“不可知者”仍然保持着神秘性。通过强调

两者共生而非对峙，斯宾塞试图调解最困惑维多利亚人的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矛盾。而章太炎译作

以增删改写的方式，“变焦”了原作的主旨，使原作“不可知”范畴所投射的宗教视域整体淡出; 相对

而言就“放大”了原作基于“可知”领域的科学所塑造的物质宇宙图景。译作肯定人的认知能力，呼

应了章太炎此一时期对神秘主义思想的抵制。
“投影”在光学上指光线照射物体，其影子投射到平面上的迹象。曾广铨、章太炎译介斯宾塞

的变焦、偏误，刺痛了斯氏学说的“护法”———严复。他针锋相对翻译了《论进步》的首段。无论是

斯宾塞批判以人的幸福和利益为尺度的目的论( teleological) 的进步观，还是其“不可知”范畴，严复

都有较准确的把握和认同。这提示出另一条接受斯宾塞进步哲学的路径，凸显了近代中国思想学

术界的内部分歧。而章太炎庚子后对斯宾塞的基本认知维持在其“看得宗教都是漠然”④“崇重科

学，以为最上”⑤; 但相比于戊戌翻译《论进步》时对斯氏的赞赏，其态度却逆转为批判。个中原因，

主要是投身革命的章太炎自身对宗教的态度发生积极的转变。而从学术资源角度看，除太炎早年

翻译《论进步》所秉持的错误印象外，东学———这里主要指日本学术，成了章太炎观察斯宾塞的新

滤镜。明治日本的最后十年，斯宾塞热逐渐衰退，宗教思潮日益高涨。留德留美的学人姉崎正治、
岸本能武太介绍、翻译了或质疑或有别于斯宾塞的西方宗教与社会学说。日本学界译介英语作品，

本就有断以己意、添枝加叶的现象，例如角田柳作翻译本杰明·基德( Benjamin Kidd) 《社会之进

化》( Social Evolution) 时对斯宾塞的评价。总之，日本学界有选择地推荐西学以及其中隐含的变

形，影响了章太炎对斯宾塞的观感。而彼时日语并不灵光的中国学者在用中文翻译介绍日译英语

作品时，又或断章取义、扣盘扪烛，例如章太炎之转述藤井宇平所译斯宾塞的《综合哲学原理》(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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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注斯氏社会学影响者，如董家遵《清末两位社会学的先锋———严几道与章炳麟》，《社会研究》第 1 卷第 3 期，1937 年 1
月;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 1895—1919)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王天根《严复与章太炎社会学思想
的对峙与交流》，《广西大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王天根《章太炎对“本土经验”的强调与早期“西方社会学中国化”》，《东方丛刊》
2004 年第 2 期;黄克武、韩承桦《晚清社会学的翻译及其影响:以严复与章太炎的译作为例》，沙培德、张嘉哲主编《近代中国新知
识的建构》，台北“中研院” 2013 年版。关注斯氏社会进化学说影响者，如姜义华《章太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39 页;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张士欢、王宏斌《究竟是赫
胥黎还是斯宾塞———论斯宾塞竞争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关注斯氏学说与近代中国民族
国家相关理论及思想文化建构者，如本杰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 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蔡乐苏
《严复启蒙思想与斯宾塞》，《清华大学学报》1989 年第 1 期;王宪明《严译名著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以严复译〈群学肄言〉为例
的考察》，《福州大学学报》2008 年第 2 期;周红兵《严复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东南学术》2015 年第 2 期;傅正《斯宾塞
“社会有机体”论与清季国家主义———以章太炎、严复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7 年第 2 期。

Herbert Spencer，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and Speculative(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1891) ，Vol. Ⅰ，p. 8.
严复:《穆勒名学》第 3 篇《论可名之物》第 8 节《论心》案语，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第 5 卷，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版，第 58 页。
太炎:《演说录》，《民报》第 6 号，1906 年 7 月 25 日，第 4 页。
太炎:《四惑论》，《民报》第 22 号，1908 年 7 月 10 日，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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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原理》) 。斯氏著作及评价在英、日、中数种文字间的曲折传译，产生了一系列枝杈丛生、负

负相加的跨文化错判和误读。本文首次辨别了关于斯宾塞的知识经由日本流播、变形而到达章太

炎的复杂环节，分析其原因，从而在交叠错落的不同国别文化背景的幕布上，映射出一幅立体的知

识地图。

二、译作《论进境之理》对原作《论进步》主旨的变焦

《论进步》结构整饬，前半部分讨论进步的法则，后半部分分析进步的原因。斯宾塞指出，“从

最早的可追溯的宇宙变化到最近的文明成果，我们都能发现这种从同质性向异质性的转化，这就是

‘进步’本质上包含的东西”; 进步的原因，是“每一个变化都跟随着不止一种其他的变化”。斯宾塞

对“进步”的情感趋向是乐观的，称其“并不受人的控制，而是一个有益的必然”。① 译作谓“变化之

故，非矫揉所能为也”②，中性叙述，未带多少乐观情绪。
斯宾塞承认人的认知有局限性，比如地壳现象的复杂多样，“古生代”的具体情况，浩茫的宇宙

以及关于地球的全部知识，就人的个体或某一门专门知识来说，终生难以穷尽，或难以全部触及。
相关内容，译作亦有所呈现。③ 但是，类似经验上的“不知道”，科学探索上目前“还不能知道”，并

非宗教意义上的、终极神秘的“不可知”。
《论进步》在文章中间与结尾处集中讨论了谈论“进步”的前提。这些涉及斯氏哲学根柢，即终

极神秘的“不可知”的内容，译作予以大量删除或改写。通过删改，原作“不可知”范畴所指涉的宗

教视域被整体淡化。原作《论进步》中间部分用了近 4 页的篇幅，归纳进步的法则，并过渡到讨论

进步的原因。这 4 页的内容，译作对应部分仅用 120 余字、一个段落，予以总结。④ 删除的内容

包括:

( 一) 斯宾塞简略概括文学的发展，从《希伯来圣经》神学、宇宙起源学、历史、传记、民法、伦理、
诗歌诸成分混杂，分化到今日文学各种独立的类型; 科学从艺术中分裂出来; 建筑学、戏剧、服装的

演化，也都遵循从同质到异质的进步法则。⑤

( 二) 斯宾塞明确指出，“进步基本上包含着从科学所能探测的最遥远的过去，到昨天出现的新

奇事物”，科学所探测的进步之原因“不应该从本体上考虑”( noumenally considered，is not to be
supposed) ; 这样做，“意味着去解决超越于人类智慧之上的终极神秘之事”⑥。这里涉及斯宾塞分

别将科学与宗教对应于“可知”与“不可知”两个范畴。
( 三) 斯宾塞要做牛顿式的学者:“从基于经验的概括走向理性的概括”，其根本关怀在“将有多

重表现的进步的法则解释为某一种类似的宇宙原理的必然结果”。⑦ 这里表现了 19 世纪上半叶流

行的科学统一观以及对宏大理论的追求。
原作《论进步》结尾近 5 页 7 个段落的内容，《论进境之理》仅以 3 个段落对应，匆匆收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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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in 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and Speculative，Vol. Ⅰ( 1868) ，pp. 3，42，58.
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 《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 5 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 329)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3 页。按: 本文所引《昌言报》均出自此一原刊影印本，下文不再列出译者、版次。
《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 1 册，第 4、5 页。
《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 3 册，第 138 页。
原文第 29 页“Were they needed…with the Drama，with Dress”整段未译。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and Speculative，Vol. Ⅰ( 1868) ．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in 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and Speculative，Vol. Ⅰ( 1868) ，p. 30.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in 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and Speculative，Vol. Ⅰ( 1868) ，pp.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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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整体删除未译的，一是概述语言、雕塑、音乐上的一个变化如何带来更多变化，而科学上一个部门

的改进如何促进其他部门的改进( 涉及光学发展对天文学、生理学发展的影响，化学间接提升电

学、磁学、生物学和地质学上的知识等) ; 一是叙述更带英国文化现场感的事例，即原初的神秘剧衍

生出近代喜剧，且影响其他类型的诗歌、小说，前拉斐尔画派( pre-Ｒaffaelites) 影响其他绘画流派，拉

斯金( John Ｒuskin，1819—1900 ) 新的批评学说产生复杂结果等。① 而斯宾塞数次讨论“可知”与
“不可知”的段落，其意义则被译文严重扭曲。兹举其中一段:

原作: A few words must be added on the ontological bearings of our argument. …The foregoing
generalizations apply，not to the genesis of things in themselves，but to their genesis as manifested to
the human consciousness. After all that has been said，the ultimate mystery remains just as it was.
The explanation of that which is explicable， does but bring out into greater clearness the
inexplicableness of that which remains behind. However we may succeed in reducing the equation to
its lowest terms，we are not thereby enabled to determine the unknown quantity: on the contrary，it
only becomes more manifest that the unknown quantity can never be found. ( 参考译文: 这里必须要

增加一些关于我们所论话题的本体论层面的讨论。……上文的概括并不适用于事物本身的起

源，而只是适用于它们呈现在人类知觉范围内的起源。这里想说的是，终极的神秘仍旧保持它

的神秘性。对可解释事物的解释，恰恰使它背后的事物的不可解释性显得更加清楚。然而，虽

然我们也许成功地将公式降为它最简单的形式，我们并不能因此判定那些未知数: 相反，它仅

仅使未知数绝不能被发现这一点更加明白。) ②

译作:“是篇推物性实体之学，不得不系以解说，以释累惑……如右所论，论物与人智之

始，然溯其究竟，卒不可得而知，则亦言其可知者耳。所不知者，以俟后人可也。虽然，就余

所知，诚 足 以 知 未 知 矣。幽 玄 罔 象 之 理，笔 削 所 不 能 达，余 虽 知 之 而 不 能 言 也，则 余 固

知之。”③

译作不仅不存在斯氏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的“不可知”，还反其意而用，来肯定人的认知能力。
它先承认“物与人智之始……卒不可得而知”，但转过头来，就否定了“不可知”具有本体意义，指出

有两个方向可以破解: 一是“俟后人”，依靠世代之间知识的累积来不断突破; 一是努力挖掘自身潜

能，“就余所知，诚足以知未知”。甚至“笔削所不能达”“不能言”的“幽玄罔象之理”，实质也是可

知的。这和斯氏原意南辕北辙。
《论进步》结尾称，科学的无畏探索，反而能持续给予真正的宗教以更坚实的基础。因为“人类

理智的力量可以处理所有那些在经验范围内的事物”，却“无力来处理所有那些超越于经验的事

物”。“绝对知识是不可能的”，“在所有的事物之下存在着看不透的神秘”。④

译作此处亦作扭曲: “谓人智之有涯可也，谓其无涯亦可也。何者? 因其所知而缒凿之则无

涯; 于所未历，于所未见，不能立天元一而求之，则又有涯矣，然后知天下无极知之理，而万物各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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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删掉的两段是从“Space permitting，we could willingly have pursued the argument in relation to all the subtler results of
civilization”到“here become so involved and subtle as to be followed with some difficulty”。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in 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and Speculative，Vol. Ⅰ( 1868) ，pp. 56—57。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in 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and Speculative，Vol. Ⅰ( 1868) ，p. 58.
《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 5 册，第 263 页。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in 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and Speculative，Vol. Ⅰ( 1868) ，pp. 58，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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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极知之理。”①称人智“无涯”，可用所知来探凿未知，固然为肯定认知能力。以假设句的方式讨

论人智“有涯”，其实也是变相地承认认知能力的无限。因为只有在不能设立“天元一”来探求“所

未历”“所未见”的条件下，人智才有涯涘边界，万物才有不能极知之理。立“天元”乃中国传统“算

氏至精之理”②，“天元”相当于今天代数中的一元方程式，“天元一”即是方程式中的未知数 X。宋

代秦九韶《数书九章》、元代李治《测圆海镜》等著作都运用了这种算法，清代学者焦循还作有《天元

一释》。译作想表达的是，只要能运用“天元一”那样的精妙的算学，人智仍旧无涯。这意味着没有

终极的神秘可言，进步乃通过人智的探索和知识的积累增进而实现，并无限界和终点。
《论进步》讨论科学所能探测的“可知”范畴，大至宇宙天体的形成、人类社会的演变，微至蜡烛

燃烧的过程、天花病毒作用于人体的反应，章太炎皆饶有兴趣。平情而论，无论天文、地质，还是物

理、化学，在这场跨越 40 年的自然科学测验中，两位译者的科学素养有些捉襟见肘。《论进步》所

涉自然科学知识对章太炎影响最大的，是关于宇宙构成的“星云假说”( Nebular Hypothesis) 以及关

于生物进化的“获得性状遗传”(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 理念。③ 星云假说主张，最初

宇宙空间充满了基本颗粒，在引力与斥力的作用下，逐渐形成了太阳系的星体和宇宙秩序。在斯宾

塞思想结构的整个基础和设计中，一组通常被描绘为“机械论”( mechanism) 的观念，充当着其进化

哲学的基础，甚至比进化本身更为根本。④“机械论”观念的核心，是用物质( matter) 、运动( motion)

和力( force) 来解释生命、精神和社会现象，其重要依据就是星云假说。斯宾塞指出，“这个假说的

一般性结论，如果不带偏见，无论如何都是必须接受的”。⑤ 《论进步》刊发后，斯氏 1858 年又专门

创作《星云假说》( The Nebular Hypothesis) ，要在“星云假说”已经声名扫地之时为它辩护。⑥

《论进步》在篇首、篇中、篇尾，三度以星云假说支撑的宇宙演进观念，来说明进步的法则和原

因。从译作的处理，能看到译者认知的层累、增进。
第一次，原作侧重于讲述宇宙如何从最初充斥着密度、温度及其他物理属性上同质的星云介

质，分化出若干星体，并发展出具有高度异质性的太阳系( 太阳与行星、各行星和卫星彼此间在重

量、运行速度、温度等方面均有极大差异) 。⑦ 译作加入了表达震惊的感慨: “乌呼! 吾不得太初之

神人与之论大块之理，故所见局促于是，又安知是纷论错杂者，其始固一质之点所积而成乎?”⑧承

认自己之前的见解太过局促，太阳系原来初始于“一质之点”，宇宙构造之谜已然解开。
第二次，原作重点在叙述不规则的星云物质微粒通过彼此吸引，产生凝聚与旋转、热与光、地球

昼夜交替，形成潮汐，产生水与空气、岁差和季节……在这里，斯宾塞还介绍了支撑星云假说的万有

引力定律，谓“万有引力同时生成向心力和离心力”⑨，并较详细地解说了“离心力”( centrifugal
force) 。译作不仅逐层呈现了上述内容，还将“星云假说”较为准确地意译为“散点积成之说”。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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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 5 册，第 264 页。
李锐:《天元一释序》，焦循:《里堂算学记五种·天元一释二卷》，《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第 1045 卷，上海古籍

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44 页。
关于“星云假说”对章太炎儒学观念的影响，参阅彭春凌《章太炎儒术新诠中的近代学术嬗变》，《中华文史论丛》2018 年

第 2 期。章太炎对“获得性状遗传”理念的接受，笔者有别文讨论。
W. Ｒ. Sorley，A History of English Philosophy，pp. 264—265.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in 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and Speculative，Vol. Ⅰ( 1868) ，p. 5.
Herbert Spencer，“The Nebular Hypothesis，”in 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and Speculative，Vol. Ⅰ( 1891) ，p. 108.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in 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and Speculative，Vol. Ⅰ( 1868) ，pp. 3—4.
《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 1 册，第 3 页。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in 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and Speculative，Vol. Ⅰ( 1868) ，p. 34.
《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 3 册，第 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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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原作只简单提及“如果星云假说被证实，那么整个宇宙如同每个生物体一样，曾经是

同质的，就会很明白”。① 译作却在此处添加了对星云假说更详细的解说，谓，“如吾前言太始之时，

日星皆为散点因歙成积，使是说果合，则天地太始与他物之原质点，皆为一体”。② 表现出译者对该

学说愈加自信的把握和理解。
在斯宾塞看来，星云假说非但未挑战，反倒更印证了不可知的终极神秘的存在。《星云假说》

结尾称，“虽然太阳系以及无数其他类似系统的起源，现在变得可以理解了，终极的神秘仍旧如其

最初那样伟大。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它仅仅是更向后推移”。③

章太炎在《菌说》中，从“机械论”立场出发，以原子微粒的运动及力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万物之

生成，谓，“凡物之初，只有阿屯，而其中万殊，各原质皆有欲恶去就，欲就为爱力、吸力，恶去为离心

力、驱力，有此故诸原质不能不散为各体，而散后又不能不相和合”; 他凭此论证物乃“自造”，与上

帝等任何神秘力量无关。④ 他还根据“星云假说”以及彼时译介的《谈天》等西学成果，在《儒术真

论》的附文《视天论》中，对中国传统“宣夜”学说“无所根系”⑤的宇宙图景作了实体化论证:“日与

恒星，皆有地球”⑥，浩茫的宇宙由无穷的太阳系拥有无数的地球而构成; 其境况都能通过我们自己

的处境得到投射，并无神秘力量存在。“星云假说”在斯宾塞那里意味着存在“第一原因”、神秘力

量，科学和宗教始终互相支撑; 但“星云假说”却为章太炎提供了否定神秘主义思想的依据，科学与

宗教因此两相对峙。这体现了跨语际传译过程的买椟还珠对于知识再生产的魔力。
斯宾塞所秉持的“不可知论”，属于上溯至笛卡尔、休谟、康德，下延及尼采、韦伯、波普等的“西

方认识论大革命”。墨子刻( Thomas A. Metzger) 指出，根据此一革命的看法，宇宙本体或“天道”属

于“第一个世界”，实践规范或“人道”属于“第二个世界”，知识的范围则只限于能以实验来证明或

反驳的命题所构成的“第三个世界”。⑦ 关于斯宾塞的形而上学资源，有两条思考路径: 一是传统以

来就建立他与柏拉图、洛克、康德之间的思想联系⑧; 一是近期的研究更为关注 1850 年代英国知识

环境的影 响。这 一 知 识 环 境 包 括《领 袖》( the Leader ) 杂 志 结 合 宗 教 与 科 学 的“唯 灵 论”
( spiritualism) 与“新 改 革”( New Ｒeformation ) 思 潮 的 知 识 群 落、出 版 人 约 翰·查 普 曼 ( John
Chapman，1821—1894) 周边的河岸街知识圈子，以及 19 世纪中期苏格兰常识哲学等。⑨ 斯宾塞通

过区分“可知”与“不可知”，“将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肉体嫁接到十八世纪自然神论的骨骼上”瑏瑠，

令科学、宗教和谐共生。《论进步》文本所携带的民族文化关于宗教信仰的“执拗的低音”，散发着

整个英国社会进步中兼具保守的气息。它也印证了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1822—1888) 对

1833 年后展开的“牛津运动”的评价，即其所培育的信仰的“感情洪流”，“已于不知不觉中对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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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in 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and Speculative，Vol. Ⅰ( 1868) ，pp. 57—58.
《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 5 册，第 263 页。
Herbert Spencer，“The Nebular Hypothesis，”in 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and Speculative，Vol. Ⅰ( 1868) ，pp. 298—299.
章氏学:《菌说》，《儒术真论》附文，《清议报》第 28 册，1899 年 9 月 25 日，中华书局 1991 年影印版，第 1838 页。
章氏学:《视天论》，《儒术真论》附文，《清议报》第 25 册，1899 年 8 月 26 日，第 1641—1642 页。
章氏学:《儒术真论》，《清议报》第 23 册，1899 年 8 月 6 日，第 1507—1508 页。
墨子刻:《形上思维与历史性的思想规矩: 论郁振华的〈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 ———中国现代哲学的沉思〉》，《清华大学

学报》2001 年第 6 期，第 59 页。
持此论者中外都甚多。比如冯契主编《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47 页。桑木嚴翼《現代思潮十

講》，東京，弘道館 1913 年版，第 73—74 頁。John Cartwright，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ur: Darwinian Perspectives on Human Nature
( Cambridge，MA: MIT Press，2000) ，p. 18。

参阅 Mark Francis，Herbert Spencer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Life，Part II The lost world of Spencer's metaphysics. pp. 111—
186。

Michael W. Taylor，The Philosophy of Herbert Spencer，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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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产生了影响”。①

如杨国荣所述，在实证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不少思想家难以接受西方正统实证主义极

端的经验论和反形而上学的原则。比如，严复就“并不否定本体世界的存在，只是认为本体世界超

越了现象的领域，从而‘不可思议’”。② 严复一方面受到道家“道可道，非常道”以及佛教“不可思

议”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接受了斯宾塞具有形而上意义的“不可知”( unknowable) 观念。③ 译作
《论进境之理》的主旨变焦，可在太炎此一时期的《儒术真论》( 1899) 、《訄书》初刻本( 1900) 中得到

印证。太炎扭曲斯氏“不可知”的意旨，淡化其所指涉的宗教视域，走在和严复接受实证主义不同

的道路上。在驳斥康有为孔子受命于天及儒学宗教化神秘化的种种主张过程中，章太炎打出经古

文学的大旗，建立了颇具个人和时代色彩的“真儒术”———意即将孔子最大的功劳勘定为“独在以

天为不明及无鬼神二事”。④ 此后，他又与明治日本带有神道意味的“天意论”论战，立志切割儒学

中原有的“敬天论”，扫除社会文化中的神秘主义。⑤ 这反而使他至少在此一时期，对西方实证主义

的经验论和反形而上学，有更多的同情。就连《訄书》重订本、《儒术真论》援引佛教典籍，也是“试

图表明在东方存在着与西方科学相匹敌的知识传统”。⑥

总之，具有形而上学终极意义、指向宗教的“不可知”，在原作《论进步》与译作《论进境之理》
中的有或无，以及不同的诠释，体现了斯宾塞、章太炎面对各自急遽变化之社会的思考和因应。

三、严复理解“进步”立足点的差异及其对斯宾塞的呼应

《论进步》指出，伦理上的功利主义思想，边沁( Jeremy Bentham，1748—1832) 主张的“最大多数
人之最大的幸福”，容易形成以人为中心的目的论视域，从而误导人们对“进步”这一立足于整体考

察宇宙构成、地球演变、物种起源的问题的认知。《论进步》首段明确反对以人的幸福和利益为尺

度的功利的( utilitarian) 、目的论( teleological) 的进步观，因为人并非宇宙的中心，而是嵌凿在宇宙

自然中的一部分。
汪康年编《时务报》时，想请“当今名手赓续”，完成严复未译全的《斯宾塞尔劝学篇》。“名手”

一语对自负的严复本就有些刺激，何况严氏颇有自己动手之意。估计和汪康年没有谈拢酬金，遂作

罢。严复调侃汪氏找人翻译“卷帙綦繁”的《天人会通论》即全部《综合哲学》。⑦ 哪知汪康年真的

听取建议，去别发洋书坊购得斯宾塞书籍。《综合哲学》全集当然难以下手; 《第一原理》虽然提纲

挈领，其专著篇幅仍非杂志所能涵盖; 而《论进步: 其法则和原因》却浓缩了《第一原理》主旨。汪康

年逐级退而求其次，打算翻译斯氏《论文集》( 其首篇即《论进步》) ，译手则选任懂英文的曾广铨和

汉文功底深厚的章太炎，以为如此便可取长补短。汪康年与康、梁争夺《时务报》失败，另创《昌言

报》，译文遂阴差阳错成为《昌言报》的第一篇文章。严复本以翻译《第一原理》为译书理想，谓使之

03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修·阿诺德著，韩敏中译:《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版，第 26 页。
杨国荣:《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 页。
参阅黄克武《惟适之安: 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3—169 页。
章氏学:《儒术真论》，《清议报》第 23 册，1899 年 8 月 17 日，第 1507 页。章太炎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驳异，参阅姜义华

《章炳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5—332 页。
太炎旅居殖民地台湾期间与明治日本“国体论”的思想对话，参阅彭春凌《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以康有为、章太炎为

中心( 1898—1927)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3—118 页。
陳繼東:《從〈訄书〉初刻本( 一九○○) 看章炳麟的早期佛教認識》，《言語·文化·社會》第 7 號，東京，學習院大學 2009

年 3 月，第 3 頁。
严复:《与汪康年》( 1898 年 6 月 21 日) ，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第 8 卷，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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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转汉文，仆死不朽”①，哪知曾、章率尔操觚翻译浓缩《第一原理》意旨的《论进步》，弄得纰漏百

出。严复读后之痛心疾首，可想而知。他撰《论译才之难》，质问“西书可译而急用者甚多，何必取

此以苦人自苦”，并译出《论进步》首段，以证明曾、章所译《论进境之理》“满纸唵呓”。②

就《论进步》首段的翻译问题，之前的研究往往聚焦于两种译作的质量高低，事实上，两种译作

的差异也呈现了译者此处观念的差别。严复拍案而起，根本上还是出于“公心”。③ 他较准确地把

握了斯宾塞讨论“进步”的立场，指出，只有祛除以人为中心的“人见”的目的论，方能识得“天演”
真谛; 而曾、章译作没领会到这层意思，且始终围绕着肯定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展开议论。以下为

《论进步》首段原文与严译以及曾、章译文的对照表( 分行及序号均为笔者所加) ，确可见“二译舛驰

若不可以道里计者”④:

原文 严复译文 曾、章译文

一
The current conception of progress is somewhat
shifting and indefinite.

夫世俗之言进也，说屡迁，而

其义也混。

言进境者，至噤口敝

舌 而 人 或 不 能 喻。
非其言之难喻也，其

所包者既深闳广博，

虽言进固不足尽之，

假借以立号，缘不得

已以定名。

二

Sometimes it comprehends little more than simple
growth—as of a nation in the number of its members
and the extent of territory over which it has spread.
Sometimes it has reference to quantity of material
products—as when the advance of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s is the topic. Sometimes the superior
quality of these products is contemplated; and
sometimes the new or improved appliances by which
they are produced. When，again，we speak of moral
or intellectual progress，we refer to the state of the
individual or people exhibiting it; while，when the
progress of Knowledge， of Science， or Art， is
commented upon，we have in view certain abstract
results of human thought and action. Not only，

however，is the current conception of progress more
or less vague，but it is in great measure erroneous.

有以滋长为进者，如国则指

其民人之加多，与其幅员之

弥广; 有以所产之丰歉言进

者: 则树畜工虞之事是已; 有

时以所殖之美恶良楛言进，

有时 以 操 术 之 巧 拙 精 粗 言

进，举无定矣。至于验德智

之进否，则第人品能事之高

下; 言学问艺术之进否，则又

视其思索之所及，与夫制作

之所成。感物造端，随地而

易，盖不仅殽杂不章而已，谬

误则大半也。

则言进云尔，今夫五

洲之国，其户口之多

寡，版 图 之 广 狭，物

产之盈绌，械器之良

楛，货 殖 之 奇 赢，法

度之优劣，斯固可以

进境 言 之 矣。从 而

询其人之志识学问，

与其技艺，则其用在

虚，大 气 举 之，其 思

虑与神明往来，不可

以 校 先 后，进 境 之

义，于此又非其剀切

者也。

13

①
②
③

④

严复:《与张元济》( 1899 年 4 月 5 日) ，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第 8 卷，第 131 页。
严复:《论译才之难》( 1898 年) ，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第 7 卷，第 88 页。
由于和曾广铨之父曾纪泽不和，严复的批评或亦有“私怨”成分。之前所列黄克武、王天根的相关研究均有讨论严、曾关

系，此不详赘。
严复:《论译才之难》( 1898 年) ，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第 7 卷，第 87 页。



2019 年第 1 期

续表

原文 严复译文 曾、章译文

三

( 1) It takes in not so much the reality of progress
as its accompaniments — not so much the substance
as the shadow. That progress in intelligence seen
during the growth of the child into the man，or the
savage into the philosopher，is commonly regarded as
consisting in the greater number of facts known and
laws understood; whereas the actual progress consists
in those internal modifications of which this increased
knowledge is the expression. Social progress is
supposed to consist in the produce of a greater
quantity and variety of the articles required for
satisfying men's wants; in the increasing security of
person and property; in widening freedom of action;

whereas，rightly understood，social progress consists
in those changes of structure in the social organism
which have entailed these consequences.
( 2) The current conception is a teleological one.
The phenomena are contemplated solely as bearing on
human happiness. Only those changes are held to
constitute progress which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end to
heighten human happiness. And they are thought to
constitute progress simply because they tend to
heighten human happiness. But rightly to understand
progress，we must inquire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se
changes，considered apart from our interests.

( 1) 夫言进有道，今既置

其本而求其末，追其影而失

其形矣。则以人为论，由孩

提以至〈长〉大 成 人。以 国

为论，由 野 蛮 以 至 于 开 化。
将徒见其发见外缘之先后，

而不悟有内因焉实为之本。
外缘 者 是 内 因 所 呈 露 之 端

倪，有 所 待 而 后 能 变 者 也。
是故 彼 论 一 国 一 群 之 进 化

也，徒诧于人民欲求之日得，

居养之日优，抑其生命之日

安，财产之不寇，与其悠游多

行，日以自由，而无所抑困;

而不知是国与群之中，必其

条理形官有其先变者存，夫

而后乃有是之显效也。
( 2) 惟常智不离人见，而

穷理 因 以 不 精。不 离 人 见

者，举两间之变境，皆自人之

利不利而进退之。苟利斯以

为进矣，苟不利斯以为不进

矣。而不知求进理之真实，

必尽祛人见，而后其变之性

情体用可得言也。

至微之理，或虚而无

所 薄，迹 象 所 不 能

显，彼齔童之为成人

欤，野蛮之慕为圣贤

欤，非 阅 历 问 学，不

足 以 就，固 也。然

而，餍饫于阅历问学

矣，其智虑或不足以

运之，则是安足为用

也。今人类教化，所

需于器物者愈多，斯

似教化进境之准矣。
庸詎知识见既精，阅

历既广，则所待于用

者，自 不 能 不 求 其

博，非 因 物 而 增 识，

乃因识而须物，斯亦

自然 之 势 也。然 则

其内不足以表外，而

其外乃可以表内矣。
是故欲探隐索微，宜

一切涤除其故见。

四

Ceasing， for example， to regard the successive
geological modification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Earth，as modifications that have gradually fitted it
for the habitation of Man， and as therefore a
geological progress，we must seek to determine the
character common to these modifications—the law to
which they all conform. And similarly in every other
case. Leaving out of sight concomitants and
beneficial consequences，let us ask what Progress is
in itself.

今有为地学者，不知地体之

进有大例，不系夫生民之初、
生民之后也，乃凡水土奠分

草夭木条之事，皆执民居、民
食以验天演之浅深，于地学

庸有当乎。故原进者，必就

进以言进，而凡与进同时而

并著，及夫利我之境，偶与偕

行，皆不容稍杂于其际。能

如是，则进之真可以见矣。

譬之地球之变迁，沧

海大陆之不能久，非

深求地学，与考其变

化 之 理 者，无 以 知

之，以是知凡事当得

其比例，而后可考其

进境何如也。

资料来源: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in 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and Speculative，Vol. Ⅰ( 1868) pp. 1—
2. 严复:《论译才之难》( 1898 年) ，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第 7 卷，第 88 页。《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 1
册，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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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在追问“进步”的本质之前，开篇首段要扫除的是理解“进步”的误区。上表第一、二横

栏，斯氏批评现行“进步”概念含混，甚至谬误。比如有时仅从简单的增长来谈，如国家人口和土地

的增长; 有时关涉物质产品的数量，那么农业和制造业的推进就成为主题; 有时关注这些产品优质

与否; 有时涉及生产工具的改良。谈论“道德”或“智识”进步时，指涉的是展示它们的个体或群体

的状态; 而评论“知识”“科学”或“艺术”的进步，考虑的是人类思想和行动所带来的抽象结果。各

项所指层面都不相同。
原文这两栏内容，严译基本到位，曾、章译作则如在梦中。第一横栏，曾、章擅自发挥，将言“进

境”之困难，归因于符号学意义上所指与能指难以完全贴合的普遍性问题。彼以为“进”这个名称

( 能指) 所囊括的意思( 所指) 极为“深闳广博”，难以用“进”完全概括; 以“进”命名，不过是“不得

已”“假借以立号”而已。此处可见章太炎立足于语言文字学的思维习惯。而他之后的《文学说例》
( 1902) 、《齐物论释》( 1910) 等作，亦试图用西学的“表象主义”( symbolism) ，佛经的“能诠”与“所

诠”的关系，来说明“假借”。① 第二横栏，斯宾塞指出“进步”概念混淆，原因是没有一套内核贯通

的科学标准。曾、章却以为，讨论“进境”，在“户口之多寡，版图之广狭，物产之盈绌，械器之良楛，

货殖之奇赢，法度之优劣”等质实的人地、器物、制度层面是可行的，所谓“斯固可以言进也”，但是，

“人之志识学问，与其技艺”涉及人类精神发展“其用在虚”的层面，难以用“进境”衡量，所谓“进境

之义，于此又非其剀切者也”。此论与斯宾塞原文无关，倒是和戊戌时期，知识人从器物、制度与人

的培养“实”“虚”两个层面思考变法之轻重缓急的思想框架，颇为相通。
上表第三、第四横栏，斯宾塞指出，造成进步观念之谬误的原因有两方面:

( 1) 舍本逐末，将进步的伴随物和表现形式当作进步本身。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人们通常将

从孩童到成人的智力进步，理解为其了解更多事情与法度，而忽视真正的进步在内在的调整，知识

增加仅是其内在调整的外在表现而已; 一是将社会进步理解为生产更多数量和种类的物品来满足

人们的需求、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扩大行动自由等，而忽视了社会进步真正的内涵，在于能产生这

些结果的社会有机体( social organism) 的结构变化。
( 2) 当 前 的 进 步 观 是 功 利 的 ( utilitarian ) 、目 的 论 的 ( teleological ) ，是 将 人 的 幸 福 ( human

happiness) 和利益( interests) 作为判定进步与否的标准。斯氏以地质学为例，指出，如将地球上持续

的地质演变当作为了逐渐适应人的居住而进行的调整，就可见功利论、目的论之进步观的荒谬。他

认为只有抛弃这种观念，探索这些调整的一般特征和法则，超脱进步所带来的伴随物和有利结果，

才能够对“进步”本身进行追问。从 1840 年代开始，斯宾塞就持续反驳边沁的功利论说，即反对将

政治视为满足个人利益和增进个体幸福的方式。无论是反功利论，还是反目的论，在斯宾塞自身思

想中都有深层的悖论。② 他并非不重视人类的幸福，但在他看来，人类的幸福与自然的演变并不矛

盾，因为，“自然正在朝一个眼前难以想像的人类幸福阶段进化”，与自然站在同一边，也就是和幸

福的创造者站在同一边。③

对第三、第四横栏的内容，严、章两种翻译有程度不同的变形; 他们既是传播者，又是域外思想

的消费者与生产者。差别在于，严复精心筹划，在把握原意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挟带些私货，或为异

文明间的屏障作一些必要的疏通; 而曾、章译文则更多是信马由缰的自我表达。

33

①

②
③

参阅章氏学《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 5 号，1902 年 4 月 8 日，第 76—77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齐物论

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0—32 页。
Mark Francis，Herbert Spencer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Life，p. 248.
约翰·麦克里兰著，彭淮栋译:《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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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几乎逐句对译了斯氏举证的第( 1) 方面，但所谓“以国为论，由野蛮以至于开化”，则是他

添加的内容。斯氏原文只说“从粗野的人到哲人”( the savage into the philosopher) ，并未涉及国家

的野蛮与开化问题，而偏向于民族国家视野，恰恰为严复翻译和理解斯宾塞的一大特点。① 反倒是

曾、章译之为“野蛮之慕为圣贤欤”，更加准确。第( 2 ) 方面，严复极具创意地将以人的幸福和利益

为尺度的进步观，归纳为“人见”的进步观。具体表现在，他将“the current conception is a teleological
one”，译为“常智不离人见”; 将“we must learn the nature of these changes，considered apart from our
interests”，译为“必尽祛人见，而后其变之性情体用可得言也”。严氏《论译才之难》还称，“( 《论进

步》) 此段所谓未袪人见，即庄周所谓其见‘未始出于非人’，息之至深而后有此”。② 严复运用庄子

的哲学话语来翻译斯宾塞的核心观念，试图构建一座桥梁，以期在近代科学所建立的自然宇宙观中

重新理解庄子哲学，同时使中国的思维世界更容易接纳斯宾塞“天演”进化的思想。“其见‘未始出

于非人’”，典出《庄子·内篇·应帝王》蒲衣子的话:“而乃今知之乎? 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

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

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郭象、成玄英将“有虞氏……未始出于非人”，解释为

虞舜未曾出于“以所好为是人，所恶为非人”的是非之域。这种传统解释在人的范围内区隔“是人”
“非人”，来落实“未始出于非人”。严复并未沿袭这种理解，他以“其见‘未始出于非人’”来界定

“人见”，主要是将人作为万物中一个物类而言的; 他以“祛人见”为“出于非人”，不只意味着超越

人我或人己，更重要的是意味着超越对人这一物类的偏执，将人类作为宇宙自然的一个构成部分。
严复的观点和郭嵩焘的诠释颇相一致。郭嵩焘谓: “有人之见存，而要人之仁行焉。无人之见存，

出于鸟兽之群而不乱; 其( 世) 〔与〕人也( 汛) 〔汎〕乎相遇泯泯之中，而奚以要人为! 出于非人，忘

非我之分矣。入于非人，人我之分之两忘者，不以心应焉。为马为牛，非独忘人也，亦忘己也。”③

严、郭二人在英国相遇相知。他们超越以人为本位的传统，强调从更阔大的宇宙自然立场上观察，

其背后均有对“浩如烟海”“中土人视之茫然莫知其涯”④的英、法现代科学的领会。立足于现代科

学，人只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进化“天演”并不必然与人相关。要祛除“人见”，才能体察进步的

本性。
曾、章译文紧紧抓住斯氏原文的第( 1 ) 方面。斯宾塞在批评舍本逐末的进步观时，所举第一

例，即人类智力进步的根本是内在的调整，外部掌握知识的多少仅是其表现形式。译文作“餍饫于

阅历问学矣，其智虑或不足以运之，则是安足为用也”，是相对准确的。由于吻合译作肯定人认知

能力和主观能动性的整体取向，译者遂发挥道，“非因物而增识，乃因识而须物”。只有提高人的识

见和阅历，才能掌握更广博的器物，实现教化的进境。斯氏原文第( 1) 方面所举第二例，是社会进

步表现在社会有机体结构的变化，曾、章译文竟未作任何呈现。社会有机体( social organism) 是斯

氏社会学说的重要概念。《论进步》原作共三次、《论礼仪》原作有一次提到这一概念，译作《论进境

之理》和《论礼仪》均未翻译，可见彼时章太炎对“社会有机体( social organism) ”并无自觉的概念意

识。至于斯氏原文第( 2) 方面，曾、章译作不仅没有翻译斯宾塞对以人的幸福和利益为尺度的进步

观的抨击，并且反其意而用之，将原作第四横栏嘲讽以为地球地质演变是为了适合人类居住，改写

为只有“深求地学”，“考其变化之理”，人才能了解地球的演进。斯宾塞否定以人为中心的进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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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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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本杰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 严复与西方》，第 67 页。
严复:《论译才之难》( 1898 年) ，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第 7 卷，第 88 页。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288 页。
参阅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七月初二( 1879 年 8 月 19 日) ，《郭嵩焘全集》第 11 册，岳麓书社 2012 年版，第 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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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章译作却充分肯定人的意志乃进步的中心。论者早就指出，进化学说强调“天数”( 势之自然)

的“决定论”( determinism) ，与中国文化推崇“人力”( 人为过程) 的“决心论”( determinationism) 和

唯意志论之间的冲突，乃是观察该学说在中国产生反响的重要面相。① 章太炎主张“物苟有志，强

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②，属于唯意志论者; 而严复颇徘徊于“天数”与“人力”之间。
章、严理解进化学说的差别，在翻译斯氏《论进步》首段的差异中已露出端倪。

与曾、章译作凸显了跨文化的误读不同，严复对《论进步》别样的译介，提示出近代中国接受斯

宾塞进步哲学的另一条路径。沿此路径前行的学者背靠或儒或释的资源，较准确地理解了斯氏平

衡科学与宗教的本意。1899 年，钟天纬在格致书院课艺答卷中，谓施本思( 案即斯宾塞) 之学，将

“确可知者，与确不可知者，晰分为二”，而“至若圣教中之所言上帝，格致学之所论原质”，乃“万物

之精微”，“非人思力所能知能测”。③ 曾游历英国的康有为于 1904 年称，“英人斯宾塞，兼利心物，

学识最为精深，其论穷理尽性，且至于命，吾最取焉”④; 严复以《第一原理》的“宗教主体在知识范

围之外”，来理解“孔门性与天道所以不可得闻”，与康有为相当默契。⑤ 而颇有佛学造诣的桐城光

钟石士因友人“邃于科学，执著甚深，未易骤语于玄妙之学”，于 1918 年选译了斯宾塞《第一义谛》
( 即《第一原理》) “论事理之不可思议者”编( The Unknowable) ，目的是“破其心习，使知即以西国唯

物家言，亦谓宇宙间自有其不可思议者”。光钟石士指出，释教的“不可思议”在“涅槃之究竟”与

“妄念之初生”;《第一义谛》“以不可思议为宗教之极义也”，“虽以东土迥绝人天之释教，亦赅括于

是例之中”。⑥ 所谓“以不可思议为宗教之极义”，主要是指斯宾塞在“教义之终极”章末的概括:

“如果说宗教与科学能够和解，那么和解的基础一定是所有事物中最深、最广、最确定的部分———
宇宙显示出来的力量对我们来说是完全的不可思议。”⑦

四、东学滤镜下章太炎对斯宾塞的再认识

章太炎翻译《论进境之理》尚算是从容，1898 年 9 月戊戌政变发生，《论礼仪》之翻译无奈中匆

匆收尾⑧，《昌言报》在办了十册后戛然停刊，《斯宾塞尔文集》之译载自然也难以为继。而此后，章

太炎的人生和思想更经历了剧烈的跌宕起伏。整体来讲，20 世纪最初十年( 特别是 1902 年之后) ，

太炎和斯宾塞科学与宗教观念的关系呈现了诡异的变化，即以思想学问上相反的方式，走向了旨趣

追求上的某种一致性。章太炎对斯氏的误解误读还在加深，在宇宙观上，他几乎走向斯氏所肯定

的、属于“可知”范畴的科学所揭示的物质世界的反面; 然而在革命逻辑驱动下，章太炎充分肯定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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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阅浦嘉珉著、钟永强译《中国与达尔文》(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一书的分析，引文见该书第 51—52 页。
章太炎:《原变》，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5 页。
《钟天纬答卷( 1889) 》，王韬编:《格致书院课艺》第 2 册，“分类西学课艺·格致”，光绪戊戌年仲春上海富强斋书局仿足

本重校石印，第 12—13 页。
康有为:《英国监布烈住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 1904 年) ，《康有为全集》第 8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版，第 31 页。
严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 癸丑仲秋丁祭日在国子监演讲) 》( 1913 年) ，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第 7 卷，

第 459 页。
英国斯宾塞尔原著，桐城光钟石士译述:《第一义谛》( 上编) ，《戊午杂志》，1918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1 页; 第 2 期，第 17、

18 页。
Herbert Spencer，First Principles(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1862) ，p. 46.
斯宾塞“Manners and Fashion”原作中，从“Who then shall say that the reform of our system of observances is unimportant?”到结

尾近 7 页 的 篇 幅，译 作《论 礼 仪》，未 进 行 翻 译。Herbert Spencer，“Manners and Fashion，” in 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and
Speculative，Vol. Ⅰ( 1868) pp. 108—115.



2019 年第 1 期

教塑造人的道德情感的价值，他和斯宾塞一样，批判伦理上的功利主义思潮。
一方面，章太炎这一时期“涉猎《华严》《法华》《涅槃》诸经”，学问上逐渐“转俗成真”①，佛教

特别是法相唯识论逐渐铸成他新的宇宙观。章太炎以佛教来建立革命者的宗教信心，强调“万法

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② 在早期翻译或撰作的《论

进境之理》与《儒术真论》中，他受斯宾塞影响，承认由“星云假说”所构筑的物质宇宙图景。而如今

在他看来，这并非真理，不过是“常人所信”的“覆谛”③( 颠倒的道理) 而已。1907 年，太炎创作《五

无论》时，已然对“星云假说”有了明确的概念意识④，尝谓，“世界初成，溟濛一气，液质固形，皆如

烟聚。佛谓之金藏云，康德谓之星云，今人谓之瓦斯气，儒者则以太素目之。尔后渐渐凝成，体若熟

乳，久之坚硬，则地球于是定位，次是乃有众生滋长”。然而章太炎指出，星云说构筑的“器世间”，

“由众生眼翳见病所成，都非实有”，———物质宇宙并非实有，不过如众生因眼生白翳、障蔽视线而

形成的幻象而已。一旦“众生既尽，世界必无豪毛圭撮之存，譬若病眼者死，而眼中所见之空华与

之俱死”。⑤ 在斯宾塞那里坚不可摧、章太炎自己也曾执着的宇宙世界，此处被他以视之为人心之

“幻”的理解方式消弭。
另一方面，章太炎“东走日本……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⑥，其接受域外思想的

重点从西学逐渐向东学转移。《论进步》作于 1857 年，当时英帝国如日中天，青年斯宾塞声名鹊

起。《论进步》及“综合哲学”致力于探讨科学世界中道德和宗教的位置，符合 19 世纪中叶传统信

仰衰退之际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心理诉求。然而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英美工业化国家的主

要困境，已转变为如何在发展所带来的痛苦的阶级矛盾中维持社会秩序; 斯氏理论对此稍显无力。
加之，斯宾塞所体现的“博雅”的、为一般大众写作的知识传统面临写作愈益专业化的挑战; 特别是

科学日新月异，由于所依赖的一些科学依据如拉马克主义崩盘，斯宾塞的知识大厦有倾圮之危。⑦

而 1880 年代之后，德国、美国逐渐崛起，在包括全球知识传播在内的各个领域挑战英帝国的文化权

势。不管是英语圈还是日本，更年轻的世代都在质疑权威中成长起来。新的关于斯宾塞的知识及

评价从欧美涌向日本，又在日本被重新诠释。于是章太炎与斯宾塞再次“相遇”时，就戴上了“东

学”的滤镜。⑧

20 世纪最初十年，章太炎仍旧零星吸收散布在日本学界里的斯宾塞学说，但其论斯宾塞，持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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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章太炎:《菿汉微言》，《菿汉三言》，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0 页。
太炎:《演说录》，《民报》第 6 号，1906 年 7 月 25 日，第 7 页。
太炎:《五无论》，《民报》第 16 号，1907 年 9 月 25 日，第 9 页。
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兼论我对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回顾》中，认为章太炎是在《五无论》才介绍

了星云说(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86 页) 。事实上如本文所论，译文《论进境之理》乃太炎首次

介绍星云假说，唯将之意译为“散点积成之说”。
太炎:《五无论》，《民报》第 16 号，1907 年 9 月 25 日，第 9 页。
章太炎:《菿汉微言》，《菿汉三言》，第 61 页。
James Ｒ. Moore，The Post-Darwinian Controversies: a Study of the Protestant Struggle to Come to terms with Darwin in Great Britain

and America，187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p. 172.
小林武《章炳麟と明治思潮: もう一つの近代》一书( 東京，研文出版 2006 年版) 检讨了章太炎与明治思潮的关系，氏著

《章炳麟〈訄書〉と明治思潮———西洋近代思想との關連で》( 《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55 集，2003 年) 谈到了《訄书》重订本吸收日译

斯氏著作的一些情况，但都未涉及日本对西学的介绍如何影响章太炎对斯宾塞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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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意见者居多。① 其中 1902 年译著《社会学》之自序，以及 1906 年刊载于《民报》的《演说录》、
1908 年撰作的《四惑论》，均批评斯宾塞漠然于支持社会运转的宗教( 心理) 因素，而崇重科学，以

为最上。章太炎这几次议论都受日译西学的影响，下面将一一厘清其间的纠葛。
1902 年，章太炎第二次东渡日本，寓居《新民丛报》报馆，和梁启超一起，大量涉猎日译西学著

作。他翻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在《自序》中评价斯宾塞曰:

社会学始萌芽，皆以物理证明，而排拒超自然说。斯宾塞尔始杂心理，援引浩穰，于玄秘淖

微之地，未暇寻也; 又其论议，多踪迹成事，顾鲜为后世计，盖其藏往则优，而匮于知来者。美人

葛通哥斯之言曰: 社会所始，在同类意识，俶扰于差别觉，制胜于模效性，属诸心理，不当以生理

术语乱之。故葛氏自定其学，宗主执意，而宾旅夫物化，其于斯氏优矣。日本言斯学者，始有贺

长雄，亦主斯氏; 其后有岸本氏，卓而能约，实兼取斯、葛二家。②

章太炎作出此种判断，其或隐微或显豁的根据，包括了东京专门学校( 今早稻田大学) 在 1896—
1900 年间出版的三种讲义，即姉崎正治《宗教学概论》( 1900) 、岸本能武太《社会学》( 1896) 以及远

藤隆吉所译《社会学》( 1900 ) ，远藤隆吉所译之原作是弗兰克林·吉丁斯( Franklin H. Giddings，
1855—1931) 的《社会学原理》(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③

井上哲次郎 1884 年留学德国，研习哲学，1890 年回日本后，担任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教授，从

此为日本确立了输入德国哲学的方向。④ 他旅德期间曾拜访冯·哈特曼( Eduard von Hart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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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至 1910 年，章太炎著论提及斯宾塞的情况如下: 1900 年《〈訄书〉初刻本·订文》称，“吾闻斯宾塞尔之言曰: 有语言然

后有文字……”(《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第 44—45 页) ，此为直接援引其所译《斯宾塞尔文集·论进步》中相关段落，《〈訄

书〉重订本·订文》保留了此段落，《检论·订文》在略加删减后保留了该段落的大意，却删去斯宾塞的名字，改为“远人有言”( 上海人

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99 页)。1902 年章太炎旅日期间曾三论斯宾塞。1.《与吴君

遂》( 1902 年 7 月 29 日) :“管、庄、韩三子，皆深识进化之理，是乃所谓良史也。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说，庶几不远

矣。”(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书信集( 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18 页。) 2.《致吴君遂书》( 1902
年 8 月 8 日) :“顷斯宾萨为社会学，往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造端至小，而所证明者至大。”( 《章太炎全集·书信集( 上) 》，第 119
页。) 3.《〈社会学〉自序》。(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5 页。) 1906 年太炎两论

斯宾塞。1.《演说录》。( 《民报》第 6 号，1906 年 7 月 25 日，第 4 页。) 2.《俱分进化论》:“近世言进化论者，盖昉于海格尔氏……达

尔文、斯宾塞尔辈应用其说，一举生物现象为证，一举社会现象为证。”( 《民报》第 7 号，1906 年 9 月 5 日，第 4 页。) 1907 年《答铁

铮》称:“今之夸者，或执斯宾塞尔邻家生猫之说，以讥史学。”( 《民报》第 14 号，1907 年 6 月 8 日，第 116 页。) 1908 年《四惑论》
( 《民报》第 22 号，1908 年 7 月 10 日，第 16 页。) 1910 年《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谓:“可笑那班无识的人，引了一个英

国斯宾塞的乱话，说历史载的，都是已过的事。”〔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念驰编订:《章太炎全集·演讲集( 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81 页。〕1910 年《原学》称:“有严复者，立说差异，而多附以功利之说，此徒以斯宾塞辈论议相校耳，亦非由涉历人事

而得之也。”( 《国粹学报》第 66 期，《国粹学报》影印本第 13 册，广陵书社 2006 年版，第 7565 页; 此文后来收入《国故论衡》，参见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王培军、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07、282 页。)
章太炎:《〈社会学〉自序》，《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 45 页。
三种著作即姉崎正治《宗教学概论》，東京専門学校出版部 1900 年版; 岸本能武太讲述《社会学》，東京專門學校藏版( 內

標“東京專門學校文學科三年級講義錄”，刊年不明，据悉是作者明治二十九年，即 1896 年在东京专门学校讲述社会学的讲义) ; 米

國ギッヂングス著、文學博士元良永次郎閱、文學士遠藤隆吉譯《社會學》，東京專門學校出版部 1900 年版。岸本能武太之《社会

学》有两个版本，另一个版本由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 1900 年出版，该版对 1896 年版本的内容有所调整和修正。经笔者比对，

章太炎翻译所据的是 1896 年的版本。韩承桦《从翻译到编写教科书———近代中国心理倾向社会学知识的引介与生产( 1902—
1935) 》( 收入张仲民、章可编《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以教科书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6—152
页) 注意到章太炎《社会学》译本所据的原作是 1896 年岸本在东京专门学校的讲义本，但该文并未比较 1896、1900 两个原作版本

的差别以及章太炎译作对原作有所变形和修改的地方。相关问题，笔者拟另撰文讨论。
参阅井上哲次郎《井上哲次郎自伝》，東京，冨山房 1973 年版，第 23—30 頁。明治时期哲学界的情况，参见高坂史朗《东

洋与西洋的统合———明治哲学家们的追求》，《日本问题研究》201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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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1906) ，经哈特曼推荐，科贝尔( Ｒaphael von Koeber，1848—1923 ) 从 1893 年开始，在东京帝

国大学等校讲授了 21 年的哲学。科贝尔在课堂上宣布，“世人以英语为世界溥通之语，诚然; 然英

语者，溥通于物质世界而已; 精神世界，则今日当以德语为溥通语”。① 1893 年之后，姉崎正治进入

东京帝国大学，研习哲学，受教于井上哲次郎和科贝尔，1900 年后留学德国，承袭叔本华、哈特曼一

系德国形而上学的理路。其《宗教学概论》乃依据哈特曼的《宗教哲学》撰写的。1902 年，章太炎

从日本回国后，着手修订《訄书》。1904 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援引最多的日本著述，即为姉崎正

治的《宗教学概论》。② 该书予章太炎革命时期的思想，以来自德国的深沉背景和底色: 一方面，他

认识到宗教作为人意志与欲求的自我扩张，乃“人类特性之一端”，组织宗教与民间宗教并无高下

之别，“姉崎生言教，齐物论而贵贱泯，信善哉”③; 另一方面，“热情憧憬，动生人最大之欲求”④，宗

教在革命中能发挥凝聚人心的巨大作用，有特别重要的现实价值。从客观上讲，这补齐了章太炎早年

思想中关于宗教的“短板”。而主观上，章太炎难免产生“精神世界”德国领先的想法，谓“康德、索宾

霍尔诸公，在世界上称为哲学之圣”，其推崇佛教时，也以“德人崇拜佛教”予以护持⑤，进一步把斯宾

塞乃至整个英语圈哲学的位置相对化。章太炎屡次数落斯氏耽于物质、附以功利，部分外因即在此。
章太炎称岸本能武太“兼取斯、葛二家”〔“葛通哥斯”是对吉丁斯( Franklin H. Giddings) 日译

假名“ギッヂングス”的汉语音译〕，是他的误植。岸本氏《社会学》一书并未提及吉丁斯，也没有讨

论“同类意识”。但该书的确反省了斯宾塞的学说，强调社会学“知来”的功能，也重视心理学元素，

谓“宗主执意，而宾旅夫物化”。关于其理论来源，岸本氏称:“斯宾塞尔之社会学重在静止，故密于

分析历史之研究，而疏于哲学结局之研究。如利他哀夫欧尔德之社会学重在转动，故始终所向，皆

在哲学结局之研究，而切论促进程度贯彻目的之道。呜呼! 欧尔德者，可谓有意于助长社会者

矣。”⑥“利他哀夫欧尔德”即莱斯特·F·沃德( Lester F. Ward，1841—1913) ，岸本氏原文使用之假

名作“レスター·エフ·ウォールド”。沃德《动态社会学》( Dynamic Sociology，1883) 是美国出版

的第一部社会学专著，标题即反驳斯氏“静态的社会学”( Static Sociology) 。与斯宾塞尊重宇宙万

物的自然演进、对社会采取自由放任的进化态度不同，沃德相信，进化自身会产生“有目的”( telic)

的进程，社会可以通过人们深谋远虑的干涉而获得改善和进步。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面临重重

困境的情况下，沃德强调以人为干涉的方法来谋划社会进步，从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

潮; 意欲“革命”的章太炎，也能欣然接受这种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学理论。
上述引文中，章太炎对吉丁斯的评价，来源于远藤隆吉所译的吉丁斯《社会学》。远藤在凡例

中评价该书“盖社会学书中第一的好书”;“同类意识”“模效”，则是远藤对“consciousness of kind”
和“imitation”的汉字译词。⑦ 吉丁斯说，社会学是心理学的科学，以生物学的术语来描述社会学不

免于谬误; 能区分人与其他动物，于人群中又以人种、政治、阶级进行区分的“同类意识”，则是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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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科培尔( Ｒaphael von Koeber，即科贝尔) 著，下田次郎笔述，蔡元培译:《哲学要领》，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九年( 1903) 版，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77 页。
小林武:《章炳麟と姉崎正治———〈訄書〉より〈齊物論釋〉にいたる思想的關係》，《東方學》第 107 輯，2004 年; 彭春凌:

《章太炎对姉崎正治宗教学思想的扬弃》，《历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
章太炎:《原教》( 上) ，《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第 286 页。
章太炎:《通谶》，《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第 164 页。
太炎:《演说录》，《民报》第 6 号，1906 年 7 月 25 日，第 7 页。
此为章太炎的译文。参阅岸本能武太著、章炳麟译《社会学》，《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 60 页。原文参阅岸本能武太講

述《社會學》，東京專門學校藏，1896 年版，第 26—27 页。
远藤隆吉译本在目录之前有“译字例”，专门罗列该书的英语术语与汉字译词之间的对应情况，“consciousness of kind”( 同類

意識) 与“imitation”( 模傚) 两条紧邻排布。参见米國ギッヂングス著、遠藤隆吉譯《社會學》，“凡例”第 1 頁，“譯字例”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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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集团的心理学基础。① 章太炎重订《訄书》时，在《序种姓》上篇也数处援引远藤隆吉所译吉丁

斯《社会学》，可见他对该译作相当熟稔。
章太炎虽然“沃”冠“葛”戴，岸本氏一书实际受沃德影响，章太炎却以为受吉丁斯影响，但他的

确敏锐地感觉到受沃德理论影响的岸本氏《社会学》，与远藤隆吉所译的吉丁斯《社会学》具有相近

性。长期供职于政府部门的沃德和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吉丁斯，都是美国社会学的早期奠基者。
“心理的进化主义”( psychological evolutionism) 可以描述他们的工作。② 事实上，这批美国社会学

家通常被指认为斯宾塞自由放任观念的反对者; 但他们对斯宾塞学说细节的驳斥，“不能遮蔽他们

全然斯宾塞式的出身背景”，因为对他们来说，“斯宾塞的社会学就是社会学本身”。③ 沃德、吉丁

斯二人强调社会进步中人的主观元素，可以克服自身对前辈斯宾塞的“影响的焦虑”; 他们和美国

同时代社会学家，比如执教于耶鲁大学、以强硬支持自由放任政策而著称的威廉·萨姆纳( William
Graham Sumner，1840—1910) ，展开学术竞争，其实显示了处于学术光谱带不同位置的斯宾塞主义

者各自的价值。岸本能武太 1890—1894 年间在哈佛大学神学院学习，回日本后，于 1896 年和姉崎

正治组织了比较宗教学会。二人和 1899 年毕业于东大的远藤隆吉一起，在日本进入精神烦闷期的

世纪之交，推崇“后斯宾塞”的社会学与宗教学。这不仅反映了追求宗教之存在的时代风尚，而且

事实上，和自由民权运动时期以翻译斯宾塞知名的有贺长雄一代相比较④，也凸显了更年轻一代的

不同知识趣味。章太炎译岸本氏《社会学》之自序对斯宾塞的再认识，不仅隐藏着全球文化权势变

动、英语圈学术思想变迁的踪迹，还折射了日本学术世风转移的波纹。
1906 年，章太炎出狱后再赴日本。他在《民报》社的演说中，鼓动“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

的道德”。他将斯宾塞与边沁( 宾丹) 捆绑在一起，予以抨击:

近来像宾丹、斯宾塞尔那一流人崇拜功利，看得宗教都是漠然。但若没有宗教，这道德必

不得增进。生存竞争，专为一己，就要团结起来，譬如一碗的干麨子，怎能团得成面。欧美各国

的宗教，只奉耶稣基督，虽是极其下劣，若没有这基督教，也断不能到今日的地位。那伽得《社

会学》中，已把斯宾塞的话，驳辩一过。⑤

斯宾塞被加上漠视宗教的罪名，何其冤哉! 章太炎的依据，是“那伽得《社会学》中，已把斯宾

塞的话，驳辩一过”。之前从未有研究明确“那伽得”究竟何指。其实，“那”这里是一个指示代词，

“伽得”就是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基德( Benjamin Kidd，1858—1919) ，梁启超译为“颉德”，口语读

音相近，或系记录之误。基德讨论社会进化时，强调宗教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种流行于早期工业化

时代的对待宗教与世俗的态度，后来在马克斯·韦伯的著述中有更详尽的发挥。基德《社会之进

化》( Social Evolution) 的确曾批评斯宾塞，但不是因为斯宾塞“漠然”于宗教，而是斯氏对宗教现象

的处理“没有捕捉到现在所理解的进化科学的精神”，斯氏“关于宗教信仰从鬼神和祖先崇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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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Franklin H. Giddings，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London，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896) ，“preface”，p. ⅴ. 米國ギッ

ヂングス著、遠藤隆吉譯:《社會學》，“原序”，第 1—3 頁。
Mitchell，G. Duncan，A Hundred Years of Sociology (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1968) ，p. 58.
Daniel Breslau，“The American Spencerians: Theorizing a New Science，”in Craig Calhoun ( ed. ) ，Sociology in America: A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 ，p. 49.
在 1883—1884 年间，有贺长雄以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和《社会学材料集》为基础，通过东洋馆书店翻译出版了三卷的

《社会学》，即《社会进化论》《宗教进化论》与《族制进化论》。
太炎:《演说录》，《民报》第 6 号，1906 年 7 月 25 日，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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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理论”，“浅薄”“让人失望”。① 而角田柳作翻译基德《社会之进化》的日译本《社會の進

化》，有意扭曲了原书的部分意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18 号上介绍《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
时，以角田之译作为基础②，复以自己如椽大笔肆意发挥，助推了斯宾塞漠视宗教的判断。章太炎

1902 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学说例》，文中援引过角田译作的内容。③ 章太炎认为基德批驳斯

宾塞漠然于宗教，最贴近梁启超的文章和判断。总之，章太炎 1906 年《演说录》脱口而出的关于斯

宾塞的论断，是他 1902 年旅日时建立的印象，其间已经历基德作品英译日、日译中的双重扭曲。
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表彰颉德乃“进化论之传钵巨子，而亦进化论之革命健

儿”，这两重身份都是通过超越前辈斯宾塞而实现的。梁文深得起承转合之妙法，先铺排斯氏之伟

绩曰，“斯宾塞起，更合万有于一炉而冶之，取至殽至赜之现象，用一贯之理，而组织为一有系统之

大学科。伟哉! 近四十年来之天下，一进化论之天下也。唯物主义倡而唯心主义屏息于一隅。科

学( 此指狭义之科学，即中国所谓格致) 盛，而宗教几不保其残喘”; 接着梁氏话锋一转，说斯宾塞

“以科学破宗教”成为众矢之的，颉德则后来居上:

虽然，以斯宾塞之睿智，创综合哲学。自谓借生物学之原理，以定人类之原理。而其于人

类将来之进化，当由何途，当以何归宿，竟不能确实指明，而世界第一大问题，竟虚悬而无薄。
故麦喀士( 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嘲之曰:“今世学者以科学破宗教，谓人类乃由下等

动物变化而来，然其变化之律，以人类为极点乎? 抑人类之上更有他日进化之一阶级乎? 彼等

无以应也。”赫胥黎亦曰:“斯宾塞之徒，既倡个人主义，又倡社会主义( 即人群主义)。然此两

者势故不可以并存。甲立则乙破，乙立则甲破。故斯氏持论虽辩，用心虽苦，而其说卒相消而

无所余。”此虽过激之言，亦实切当之论也。虽然，麦喀士、赫胥黎虽能难人，而不能解难于人。
于是颉德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于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初著一书，名曰《人群进化论》( Social
Evolution) ，以此解此问题。④

那么，与此段相对应的基德原作的概论部分究竟是怎么说的呢? 基德先是回顾了 19 世纪末西方文明遭

遇前所未有的问题，而“以科学和权威的名义对未来进步的方向所作的任何清晰指示，几乎全部缺席”:

最近最倾向于以在我们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起支配作用的法则为基础，培养一个统一的概

念和普遍原理的，并非来自正统的科学学派。毋宁说以卡尔·马克思作为最重要统帅的社会

革命者的学派提出了( 这样的普遍原理)。( The generalisations which have recently tended most
to foster a conception of the unity underlying the laws operating amid the complex social phenomena
of our time，have not been those which have come from the orthodox scientific school. They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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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Benjamin Kidd，Social Evolution ( New York and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94) ，p. 22. 基德和斯宾塞对宗教与进化关系

的理解有差异。在斯宾塞看来，社会生活中的宗教需要不断进化，以与人类发展相适应。过于强调神权，会有伤害人伦、发生宗教

间的斗争等弊端。宗教的“进步”，表现在其礼仪形式或陈旧信条不断蜕皮、剥损，虽然“仪文随世升降”，但“教之精意，将与天地

终始”，“宗教为物，乃群治所不能废”。Herbert Spencer，The Study of Sociology ( London: Henry S. King ＆ Co. ，1873 ) ，pp. 312—
313。严复译:《群学肄言》，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240 页。

森纪子《梁启超的佛学与日本》通过分析具体用语，已经指出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援用过角田柳作的译作

《社會の進化》( 参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1—202 页) ，但该文并未讨论日中两个文本对斯宾塞评价的差异。
太炎:《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 15 号，1902 年 9 月 2 日，第 53—54 页。
中国之新民:《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新民丛报》第 18 号，1902 年 10 月 16 日，第 17—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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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her been those advanced by that school of social revolutionists of which Karl Marx is the most
commanding figure. )

之后，基德指出，斯宾塞的“综合哲学”乃是时代的不朽之作，它不仅致力于实现知识的统一，而且

力图以进化的科学来解释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发展。然而，斯宾塞“几乎没有成功地为时代之社

会问题的本质投射什么实践的光亮”，他的调查和结论，仅仅是说我们的社会慢慢被组织成了个人

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两个极端对立的阵营。再接下来，基德批评赫胥黎之近作虽极力抨击个人主

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对立派别，却没有激发出当前境遇下我们的职责何所在的任何清晰理论。基

德认为，不满既有状态的赫胥黎是虚无主义者。①

基德原作中既没有马克思( 麦喀士) 、赫胥黎嘲讽斯宾塞的表述，也没有马克思批评“今世学者

以科学破宗教，谓人类乃由下等动物变化而来”的表达。梁启超之所以得出这个印象，其中原由还

在角田柳作此前对基德原作的扭曲。角田译作《社会之进化》于相关部分写道:

近來斯學の發達漸やく著るしくして複雜なる社會現象の裏自ら動かすべからざる不斷

の法則あり變幻の事相も究竟一定の原義に歸趨するものなりと說くものあるに至りたれど

這般の統一的觀念も亦决して舊科學派の首唱せしものにあらで、却てカアル·マルクス等

を首宗とせる實際的政治的なる社會改革派の提嘶に出づ。カアル·マルクス等は科學を罵

りて曰はく、十九世紀に於て偉大なる科學の進步は全く舊來の宗教的迷信を破却し人類は

决して不可思議靈妙の生物にあらずして下等動物か一定の進化律によりて次第に進化し發

達し來りたるものに外ならざるを明にしたり。( 参考译文: 近来斯学渐渐发达起来，已经开

始出现有些人主张说: 复杂的社会现象中也会有不由自己运转而连绵不断的法则，变换的事相

也归趋于究竟一定的原义。虽说如此，这般统一观念亦决非由旧科学派首唱，反而是由首宗卡

尔·马克思等人的实际的、政治的社会改革派所提出。卡尔·马克思等叱骂科学曰: 十九世纪

之中伟大科学的进步，破坏了旧来的宗教的迷信，证明人类决非不可思议的灵妙的生物，而不

外乎下等动物根据一定的进化律次第进化发达而来的东西。) ②

马克思“叱骂科学”的内容，完全是角田柳作日译本添加的。但日译本并未把斯宾塞拎出来批判，

而仍旧遵循原作顺序，先介绍马克思，之后介绍斯宾塞、赫胥黎。倒是梁启超在日译本添加的马克

思叱骂科学、维护宗教之基础上，又加以乾坤大挪移，将原作介绍斯宾塞的部分往前提，并把斯宾塞

说成是马克思斥责的以科学破坏宗教的代表，说成是赫胥黎攻击的目标。如果说日译本的扭曲是

毫厘之差，那么梁启超中译日的再度夸大和改写，就发展为判断上的千里之谬。跨语际传译中负负

相加的效应，累积出章太炎以斯宾塞为尊崇科学、漠视宗教的印象。
1908 年，章太炎在《四惑论》中解构“今人以为神圣不可干”的“惟物”之惑，对准借着“惟物”理

念，“以物质文明求幸福”“执鞭为隶于物”③，物欲横流的功利主义。提到斯宾塞的哲学，曰:

世人之矜言物质文明者，皆以科学揭橥，而妄托其名于惟物，何其远哉! 斯宾塞尔著《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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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Benjamin Kidd，Social Evolution，pp. 2—3.
英國ベンチャミン·キッド著、日本角田柳作譯《社會の進化》，東京，開拓社 1899 年版，第 2 頁。
太炎:《四惑论》，《民报》第 22 号，1908 年 7 月 10 日，第 1、17、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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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哲学》，分可知、不可知为二篇。曰: 时间、空间不可知，力不可知，物质不可知，流转不可知。
而又崇重科学，以为最上。然力与物质且不可知，则科学之根已绝。虽有所建立发明，如海市

寻香城耳。物质既不可知，则惟求之现象。而现象与现象之因果，于此心界虽可知，于彼物界

诚有此因果否，亦不可知。则名言堑绝，无可为趣入之途矣。①

章太炎终于主动涉及他在译作《论进境之理》中删除或扭曲阐述的斯宾塞“不可知”范畴。这一知

识的更新，渊源或受益于日译斯宾塞著作。上揭章太炎之论述，则直接取自藤井宇平所译之《综合

哲学原理》( 即《第一原理》) ，1898 年由东京经济杂志社推出。由于之前无人揭破两者间的联系，

这里略作论证和分析。自严复大力推崇斯宾塞后，中国趋新知识人就颇为关心日译斯宾塞著作的

情况。邵力子( 原名邵闻泰) 1902 年还就这一方面写信询问《新民丛报》，而该报给出的答复就提

及藤井宇平这一译作。② 章太炎应是通过《新民丛报》这一渠道了解了该书。《四惑论》将《第一原

理》称为“综合哲学”。彼时将斯氏哲学体系“Synthetic Philosophy”译为“综合哲学”十分常见，但将

“First Principles”这本书译为“综合哲学”或“综合哲学原理”，笔者目前还仅发现藤井宇平的日译版

作如此处理。严复拟将该书命名为“第一义海”③，《新民丛报》有彗广《大哲斯宾塞略传》，提及该

书时称为“哲学原理”第一④，后来中国学者翻译该书，或名为“第一义谛”，或名为“第一原理”。⑤

最有意味的是，藤井宇平所译《综合哲学原理》，在书的页眉处往往添加话语，对相应部分之内容作

简单归纳。在原书第一编“不可知编”( The Unknowable) 第三章“最终的科学的观念”( Ultimate
Scientific Ideas) 的页眉中，就分别提挈有“空间、时间不可知”“物质不可知”“运动不可知”“力不可

知”“力的运用不可知”“心识的始终不可知”“自己的存在不可知”几条。⑥ 章太炎《四惑论》说“斯

宾塞尔著综合哲学，分可知、不可知为二篇。曰: 时间、空间不可知，力不可知，物质不可知，流转不

可知。而又崇重科学，以为最上”，当来源于藤井宇平的提挈。
藤井宇平页眉的概述本来就不甚准确，如不加以限定和解释，单独拎出“时间、空间不可知”

“力不可知”“物质不可知”数语，更会造成对斯宾塞的误解。斯宾塞始终坚信科学有范域和限制，

事物终极的原因和起源( Cause and Origin) 是神秘不可思议的，在这个层面上，时间、空间、力、物质

等可以说不可知。然而，在相对的现象界，这些东西又都是可知的。所以，《第一原理》的第二编

“可知编”( The Knowable) 有专门章节讨论空间、时间、物质、运动和力。如果它们在任何层面上都

不可知，“可知编”就没有必要设立相关讨论了。总之《四惑论》的判断不是斯宾塞的本意。
章太炎在译作《论进境之理》中淡化了原作“不可知”观念所指涉的宗教视域，显示了对斯宾塞

的错误印象。之后太炎又对日译斯宾塞断章取义。作为发挥自身理论的垫脚石，太炎竭力将斯宾

塞塑造成“崇重科学，以为最上”、漠视宗教的物质主义者。然而有趣的地方在于，通过扭曲斯宾塞

关于科学和宗教共生的思想，批判自己想象出来的、只重视科学的“伪斯宾塞”，章太炎反而曲折地

和珍视宗教价值的“真斯宾塞”实现了立场与观念上的某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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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太炎:《四惑论》，《民报》第 22 号，1908 年 7 月 10 日，第 16 页。
参阅《新民丛报》第 9 号“问答”栏“上海南洋公学的邵闻泰提问”，1902 年 6 月 6 日，第 94 页。
严复:《穆勒名学》，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第 5 卷，第 58 页; 严复:《与张元济》，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第 8 卷，

第 131 页。
彗广:《大哲斯宾塞略传》，《新民丛报》第 38、39 号合本，第 96 页。
即英国斯宾塞尔原著，桐城光钟石士译述:《第一义谛》( 上编) ，《戊午杂志》，1918 年第 1 卷第 1、2 期; H. 斯宾塞尔著，刘

燕谷译:《第一原理( First Principles，1862) 》，《读书通讯》，1947 年第 142 期，第 16、18 页。
スペンサー著、藤井宇平譯:《綜合哲學原理》，東京，經濟雜誌社 1898 年版，第 73、85、90、91、94、99、1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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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章太炎对斯宾塞的译介，既指涉 1898 年他与曾广铨合译《斯宾塞尔文集》，又包括他在 20 世

纪最初十年不断介绍和评骘斯氏学说。无论是直接翻译，还是间接援引，前后十余年间，他对斯氏

的认知具有内在一致性，即将斯宾塞讨论进步问题的前提———科学与宗教的共生，扭曲为斯氏认为

两者对立。然而，1902 年旅日前后，章太炎接触斯氏的渠道和自身的立足点又有所转变。在此之

前，他通过英语直译，删除或扭曲阐述斯氏原著指向宗教终极意义的“不可知”，以抵制包括敬天论

在内的神秘主义; 在此之后，他主要经由东学过滤，站在以宗教发起信心的立场上，愤而抨击斯氏尊

崇科学、漠视宗教。覆盖在认知统一性之下的知识通道的多歧和态度的分裂，特别值得玩味。
斯宾塞立足于宇宙自然的演变来考察进步，强调只有祛除以人为中心的目的论视域，才能体察

进步的本性。他并非不关注人类的幸福，而是持“前达尔文的宇宙观”①，相信宇宙自然本身是一个

仁爱的设计，“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不日趋恶”。② 在“自然，染红了牙齿和爪子”③的时

代氛围中，斯宾塞遭遇了赫胥黎的挑战; 而依据斯氏宇宙观所推行的自由放任的社会政策，在世纪

之交，也逐渐被相信人为干涉的社会理论所质疑。章太炎不仅在翻译斯宾塞时没有体会到他对目

的论进步观的抨击，之后他在《俱分进化论》中，还几乎重复赫胥黎“善固演也，恶亦未尝非演”④的

观点，批评达尔文、斯宾塞等以为“进化终极，必能达于尽善醇美之区”。⑤ 章太炎鲜明的革命立场，

使他更易于被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社会理论所吸引。而严复与章太炎在宇宙观及政治主张上的

差别，可视为斯宾塞及其面临的挑战在中国语境中某种程度的投影和再现。
19 世纪末，工业化已逐渐扩张为一种全球现象，相较而言，思想文化之全球发展的同步程度滞

后。一方面，发生在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和以往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各国文化的特性

所决定的”⑥，另一方面，章太炎译介斯宾塞的案例表明，随着印刷工业及大众传媒的崛起，随着留

学、政治流亡、外国人教师所带来的知识精英跨国流动的日趋频繁，中、英、日不同语言圈思想与知

识的彼此粘连度已越来越深。但由于语言与观念的双重屏障，加上不同国别知识话语、同一语言圈

不同代际以及同时代人彼此间的竞争与排斥，思想流通中的遮蔽、过滤、改写仍旧属于常态，思想领

域的全球化进程以“进一步、退半步”的节奏缓慢展开。

( 责任编辑: 薛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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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W. Taylor，The Philosophy of Herbert Spencer，p. 150.
此为严复为《天演论·演恶篇》所作按语对斯宾塞学说的归纳。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第 1 卷，第 149 页。
Alfred Tennyson，In Memoriam A. H. H. The Complete Works of Alfred Tennyson: Poet Laureate ( New York: Ｒ. Worthington，

1880) ，p. 118.
此为严复对赫胥黎《天演论·演恶篇》原文的翻译。( 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第 1 卷，第 149 页。) 《演恶篇》译自赫胥

黎《进化论与伦理学》( 1893) 从“Modern thought is making a fresh start from the base whence”到“but all the understanding in the world
will neither increase nor diminish the force of the intuition that this is beautiful and that is ugly”的段落。参见 Thomas H. Huxley，

Evolution ＆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95) ，pp. 77—80。
章太炎:《俱分进化论》，《民报》第 7 号，1906 年 9 月 5 日，第 2 页。章太炎主张“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

必由双方并进，……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与赫胥黎观点相似。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Jürgen Osterhammel) 著，强朝晖、刘风译:《世界的演变: 19 世纪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版，第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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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History of the“285 Ｒegiment”: the Control of Communist Cadres' Love and Marriage
Huang Daoxuan ( 4)…………………………………………………………………………………

During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Civil War，in order to keep the morale of its
regime，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arried out measures to control party and government cadres' love and marriage. The
Party center did not promulgate uniform regulations on this issue; rather，all the bases made their own restrictions，which
were implicitly supported by the Party center. Given that love and marriage were regarded as individual rights，these
restrictions surely caused sufferings among ordinary cadres coming to age. However，the Party implemented such restrictions
following its internal rationale. Through the discipline by both punishment and persuasion，this measure was carried out
smoothly without obvious challenge. Along with the advance of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love and marriage
coincidentally became a focal point where personal characters and party characters，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llective
confronted and converged.

What Is Progress? Zhang Taiyan's Translation and Ｒeinterpretation of Herbert Spencer
Peng Chunling ( 23)………………………………………………………………………………

The translingual translation，dissemination，change of meanings and cross-cultural influence of Herbert Spencer's
writings was an intellectual event with the feature of globalization after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1898，Spencer's
writings translated orally by Zeng Guangquan and written in Chinese by Zhang Taiyan were published in series in Changyan
Bao. Among them，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pencer's essay，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57，
representatively illustrates the whole picture of Spencer's theory of progress. It identifies the symbiosi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as the premise to understand progress. Zhang's translation in general weakens the religious aspect in Spencer's original and
comparatively overemphasize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material universe based on science. Taking the viewpoint of the natural
evolution of the universe，Spencer stresses the nature of progress can only be understood without the teleological view
centered in human beings. However，Zhang's translation reverses Spencer's original idea and regards human will and
capacity as the pivot of progress. Yan Fu's different translation of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is essay shows an alternative way to
accept Spencer's progress theory in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the new understanding of
Spencer in the UK and the US was introduced into Japan and reinterpreted there. After Zhang Taiyan went to Japan in 1902，
his attitude toward religion had some change. Through the Japanese reinterpretation of Spencer，his early misunderstanding
of Spencer still remained. The translation of Spencer's writings among several languages resulted in cross-cultural misreading
and reflected an important aspect in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early globalization.

The Second“Haoxian gui gong”Ｒeform: The Ｒeform of Land Tax Collection in Jiangsu in the
Tongzhi Ｒeign Zhou Jian ( 44)……………………………………………………………………
In the 1850s －60s，the Tax Ｒeduction Ｒeform in the provinces in the lower Yangtze Ｒiver region was another financial

reform initiated by provincial governors after the first“Haoxian gui gong”reform，which literally means return of the meltage
fee to the public coffers，in the Yongzheng Ｒeign. This second reform in the Tongzhi Ｒeign rationalized the outdated routine
established in the Yongzheng Ｒeign and reconstructed the system of land tax collection. In Jiangsu around 1865，the reform of
commuting the grain tax into money payment established a new system that added flexibility to tax collection by introducing a
floating exchange rate of grain and money based on the market price of grain and silver，so that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could keep enough tax income for local needs. This reform confirmed and promoted the trend of marketization in the taxation
system. However，from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the Qing government kept draining extra
land tax from the Jiangsu province to pay for the foreign debts，indemnities，and the New Policy Ｒeform. The system of land
tax collection since the 1860s thus no longer provided necessary fund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

Sacrificial Ceremonies，Control of Properties，and the Ｒevolution: The Evolution of Property
Structure of the Lineage in Shiqiao of Cixi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Ｒepublican Period

Jiang Hongda ( 65)…………………………………………………………………………………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Ｒepublican period，the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property structure of the Shen Lineage in

Shiqiao of Cixi，Zhejiang Proince，changed significantly. Before the mid-Qing，in order to deal with frequent disput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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